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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员工建言的影响

——基于建设性责任知觉视角

颜爱民，郝迎春

（中南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员工建言对组织生存和成功具有重要价值，领导行为是影响员工建言的重要前因。文章基于社会交换理论，通
过对469份有效问卷的分析，探讨了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员工建言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发展性反
馈与员工建言正相关；建设性责任知觉在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员工建言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员工亲社会动机负向调节上
级发展性反馈与员工建设性责任知觉的关系。此外，员工亲社会动机进一步调节建设性责任知觉在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员
工建言之间的中介效应，具体而言，员工亲社会动机越高，这一中介效应越弱。文章从建设性责任知觉的角度探讨上级发
展性对员工建言的作用机制，同时发现亲社会动机对该内在机制的调节作用，丰富了上级发展性反馈影响建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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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or Developmental Feedback and Voice：
The Effects of Felt Obligation for Constructive Change

YAN Ai-min，HAO Ying-chun
（School of Business，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China）

Abstract：Employee voic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valuable in driving organizational success and survival. Supervisor
and leader behavior is considered a key antecedent of voice. Based on social exchange theory，this study explored the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supervisor developmental feedback on employee voice. Through a survey study
among a sample of 469 employees，data analysis showed that supervisor developmental feedback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employee voice；felt obligation for constructive change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ervisor developmental feed⁃
back and employeevoice；prosocial motivation both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ervisor developmental feed⁃
back and felt obligation for constructive change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felt obligation for constructive change，such
that the relationship and its mediating mechanism were weaker for employees high rather than low in prosocial motivation.
The findings enrich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superior developmental feedback on voice.
Key words：supervisor developmental feedback；voice；felt obligation for constructive change；prosocial motivation

一、引 言

商业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难以预测，企业间

的竞争也愈加激烈，仅依靠管理者，难以灵活应对

面临的挑战，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员工的意见和

想法在企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日益凸显［1］。众多

研究表明员工主动提出与工作相关的建设性意见、

担忧或想法是帮助组织创新，适应动态的商业环境

的一种重要方式［2］。但是在商业组织中，员工普遍

选择沉默，即使发现了与工作相关的问题，往往也

不愿意把问题说出来［3］。研究发现这主要是因为

建言本身具有风险性，如挑战领导权威、影响和谐

氛围、管理者和同事可能对自己产生不好印象、给

自己职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等，所以员工往往不太

愿意直接发表自己的意见［4-5］。因此如何促进员工

主动建言是当前企业管理的重点问题。

鉴于建言的重要意义，众多学者从不同层面探

讨了影响员工建言的驱动因素，其中领导行为被认

为是员工建言的关键前因，因为领导可以影响有关

建言的工作场所规范，并直接鼓励或阻碍员工的建

言行为［6］。现有研究深入讨论了不同类型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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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双元领导［4］、辱虐管理［7］、道德型领导［8-9］、变革型

领导［10］、谦卑型领导［11］、服务型领导［12］等对员工建

言的作用，但是领导风格比较抽象［13］，且较为稳定，

在短时间内进行改变的难度较大。因此相较于领

导风格，探讨领导某一特定行为对员工建言行为的

影响更具有实践意义。反馈是领导与员工沟通和

互动的重要形式［14］。上级发展性反馈是一种积极

的反馈方式，是指为了帮助员工学习、发展和改进

工作，领导者提供给下属有价值的和帮助性的信

息［15］。上级在与员工日常的沟通交流中，提出有关

员工工作的改进意见，有利于促进领导和员工间的

双向沟通，鼓励员工发表组织改进的意见，同时其

塑造的轻松自由的组织氛围会降低员工对建言负

面影响的担忧，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16］。因此本

研究预期上级发展性反馈会促进员工建言。

本文在研究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员工建言作用效

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上级发展性反馈影响员工建

言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以期更加明晰上级发展

性反馈对员工建言的作用机制，为以后相关研究提

供参考。社会交换理论是解释领导行为影响员工建

言的重要理论之一［17］。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交往过程

中，当其中一方提供了有利于另一方的资源（包括物

质资源和情感资源），基于互惠原则，另一方会产生

回报的责任意识以维持这种交换关系［18］。目前已有

少数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探讨了工作卷入、领

导-成员交换在上级发展性反馈和员工建言间的中

介作用［19-20］，但尚未探讨过交换过程中回报的责任

感的作用。建设性责任知觉是个体认为自己有义务

为组织带来建设性改变的信念［21］。上级为员工提供

发展性反馈，增强了领导与员工的互动，表达了对员

工的关心与支持，员工相信组织关注他们在组织中

的成长，这反过来会增加员工参与社会交换，分享他

们的有益想法以促进组织效率的责任感［22］，高建设

性责任知觉的员工倾向于主动做出有益于组织的行

为，如旨在改进组织现状，提高工作效率的建言行

为。因此本研究预期上级发展性反馈会通过提升员

工的建设性责任知觉进而促进员工建言。此外，上

级发展性反馈是否能够有效作用于下属的心理和行

为还受到员工个体特征的影响［23］。探索上级发展性

反馈的边界条件有益于明晰上级发展性反馈的适用

情境。亲社会动机是个体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反

映了员工关心他人福祉，以造福他人为目标的程

度［24］。员工的亲社会动机会影响领导与员工间的互

动效应［25］，以往的研究也表明亲社会动机对领导行为

的效力具有调节作用［26-27］。因此本研究引入亲社会

动机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其对上级发展性反馈、员工

建设性责任知觉以及建言三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从领导行

为和个体特征层面探讨影响员工建言的影响因素。

研究内容包括：①探讨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员工建言的

影响；②考察建设性责任知觉在上级发展性反馈和员

工建言关系间的中介作用；③检验员工亲社会动机对

上级发展性反馈和员工建言关系的调节作用。

二、理论基础与假设

（一）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建言

在日常组织环境中，上级是员工的主要信息提

供者，反馈是上级与员工的重要互动形式［22］。与传

统的绩效反馈不同，上级发展性反馈是上级提供给

员工有用和有价值的信息，能够使员工学习、发展

和改进工作［15］，因此上级发展性反馈具备以下三个

特点：①反馈源是领导，接受者为员工；②反馈面向

员工未来学习和发展；③反馈属于信息型反馈，只

提供与工作相关的信息，不设定必须完成的任务和

目标。实证研究表明，上级发展性反馈能够促进员

工多种积极行为，如提高员工创造力［28］、增加工作

满意度［29］、降低离职意愿［30］、促进新员工社会化过

程中的帮助行为和任务绩效［31］等。

建言是指员工针对工作相关的问题，自由地表

达自己的想法、观点、疑虑和意见，以改善组织或单

位运作［5］，是一种信息从发出者传递到接收者的表

达行为。作为一种员工自愿做出的角色外行为，虽

然目的是让组织受益，但员工会担心因建言而得到

负面的评价，破坏与他人的关系，影响自己在组织

的形象和日后的发展［2］。因此，员工是否会主动建

言取决于自己感知建言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即自己

的建言是否为组织带来积极的改变，以及自己是否

会承担较大风险［5，32］。员工会寻找工作环境中有

利于建言的线索，并根据这些线索来调整自己的行

为，上级可以传达组织是否接受和鼓励员工建言的

信息，也可以直接鼓励或者阻碍员工的行为，是影

响员工建言的关键情境因素［6］。
首先，上级发展性反馈侧重于帮助员工学习和

改进，上级和员工一起寻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

给予相应的指导与建议，这有利于员工理解工作任

务和角色期望，发现自身存在的优势和不足，同时

增强内在动机，增加对工作本身的兴趣［31］，员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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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学习，提高工作技能。随着知识、技能的提高，

员工对工作相关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容易发现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具备给出如何改进的建议和

想法的能力，形成较高的建言有效性的感知。

其次，上级发展性反馈是信息型的反馈，只对

员工未来的工作进行描述和展望，提供有助于其发

展和改进的信息，不强制要求其达成特定目标［33］，
有利于缓解员工压力，创造一个轻松愉悦的组织氛

围［34］，提高员工对建言安全性的感知，员工可以自

由表达意见［22］而不必担心由此给自己带来的风险

和威胁。在反馈的过程中，领导表达对员工的关心

与支持，并为员工提供切实的帮助。这拉近了与员

工之间的关系，促进员工对领导产生信任［35］。当员

工对领导产生高度的信任时，即使面临风险，员工

依然会积极参与建言［36］。
最后，上级提供的发展性反馈可以帮助员工获

得工作提升的有效信息，有助于员工改善工作绩效。

基于社会交换的互惠原则，当员工获得领导给予的

有利资源，员工会产生回馈领导的义务感［18］，做出

有益于领导和组织的行为，而建言恰恰就是回馈给

领导和组织的有益行为［37］。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员工建言具有显著正

向作用。

（二）建设性责任知觉的中介作用

建设性责任知觉是个人认为自己有义务为组织

带来建设性改变的信念［38］，反映了员工以有利于本

组织的建设性方式投入更多精力、实现改进或开发

新程序以及纠正问题的意愿［39］。建设性责任知觉高

的员工具有强烈的内部动机使他们所在的组织受

益［40］，更倾向于做出有利于提高组织效率的建设性

行为［21］，而建言就是表达有利于组织改进，纠正组织

中潜在问题的意见和想法的建设性行为［5］。因此建

设性责任知觉对员工建言具有积极影响。实证研究

也表明建设性责任知觉更可能促进员工将建言视作

关心组织的有效方式［2］，提出建设性意见也是一名员

工对企业发展持有建设性责任知觉的外在表现［9］。
从社会交换的角度来看，建言有益于组织，是员工回

馈组织和领导支持和关心的一种方式。

上级发展性反馈帮助员工厘清工作目标、理解

工作内容、明确工作角色期望，降低角色模糊性［31］，
员工更能确定如何进行与组织目标一致的建设性

变革，就会产生较强的建设性责任感［21］。另一方面

建设性责任知觉的产生源于互惠规范的压力［2］。

上级发展性反馈提供有关员工如何满足组织期望

和工作要求以便将来改进的信息［29］，表明领导关心

他们在组织中的未来，支持和鼓励他们的发展［28］。
领导不仅提供了有利于他们发展、改进的工作资

源，同时也在情感上给予员工关心和支持，从而有

利于与员工建立高质量的交换关系。根据社会交

换理论，当领导提供有益于员工的资源后，员工会

产生回报的意识，而领导是组织的代理人，员工会

将这种回报的意识投射到组织中，激发高水平的建

设性责任知觉。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建设性责任知觉在上级发展性反馈和建

言行为中起中介作用。

（三）亲社会动机的调节作用

亲社会动机是员工为他人着想，想要帮助他

人，为他人做出贡献的意愿［41］。亲社会动机高的员

工对于提升组织的福祉有着强烈的责任感［42］，更倾

向于做出有益于他人和组织的亲社会行为［43］，如组

织公民行为［44］，建言行为［45］等。实证研究发现员

工亲社会动机能够显著调节领导行为的作用效

果［46］。虽然我们认为上级发展性反馈能够通过提

高员工建设性责任知觉进而促进建言，但是考虑员

工个体的差异性，本研究预期上级发展性反馈作用

效果的强弱会受到员工亲社会动机的影响。

作为员工的一种个人特征，亲社会动机是员工

做事的主要出发点，他们拥有一种根植于自己内心

深处的行为准则，因此自身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受

到领导的影响较少［47⁃48］。薛晓州和赵畅（2016）的

实证研究发现，亲社会动机负向调节道德型领导的

作用效果，亲社会动机较高的员工，自身更倾向于

帮助他人，改善组织并不会因为领导者行为而发生

较大改变，而亲社会动机较低的员工，更看重个人

利益，更容易因为外界的变化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

为［48］。据此本研究认为，高亲社会动机的员工认为

自己为组织发展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其本身

就具有较强的意愿为组织发展投入时间和精力，上

级发展性反馈对其促进作用较小。而当员工的亲

社会动机较低时，他们更加关注自身的利益，上级

通过发展性反馈，为员工提供有关工作改进的信

息，释放出组织关心和支持员工发展，鼓励员工带

来工作改进的线索，在获得领导带来的益处之后，

基于互惠原则，员工意识到应该回报组织，进而产

生较强的建设性责任知觉。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亲社会动机对上级发展性与建设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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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员工亲社会动

机越低，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员工的建设性责任知觉

影响越强。

基于假设H2和H3，本研究提出一个被调节的

中介模型。即亲社会动机调节上级发展性反馈经

由建设性责任知觉影响员工建言的间接效应，具体

而言，员工亲社会动机越高，越会弱化上级发展性

反馈通过促进员工建设性责任知觉进而对建言行

为产生的正向影响，而员工亲社会动机越低，越会强

化这一间接影响的效果。因此，本这提出假设4。
H4：亲社会动机负向调节上级发展性反馈与

员工建言行为之间通过建设性责任知觉的中介效

应，即员工亲社会动机越高，这一间接关系越弱，员

工亲社会动机越低，这一间接关系越强。

本研究理论模型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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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框架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湖南省企业员工为调查对象，采用现

场发放纸质问卷的形式，由调查人员当场收回。共

计发放问卷570份，回收有效问卷469份，有效回收

率为 82.3%。本研究采用 SPSS 19.0对 469份有效

问卷进行样本特征分析，主要包括被调查者的性

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任期和岗位级别，

具体情况见表1所列。

表1 样本特征分析（N=469）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男

女

20～25岁（含25岁）

26～30岁（含30岁）

31～35岁（含35岁）

36～40岁（含40岁）

41～45岁（含45岁）

46～50岁（含50岁）

51～55岁（含55岁）

55岁及以上

已婚

未婚

50.7

49.3

5.7

18.8

25.6

18.8

11.3

11.5

6.6

1.7

84.4

15.6

样本特征 分类标准 有效百分比（%）

受教育程度

本公司任期

岗位级别

高中（含中专）及以下

大专

本科

硕士及以上

1年以下（含1年）

1～3年（含3年）

3～5年（含5年）

5～10年（含10年）

10年以上

普通员工

基层管理者

中层管理者

高层管理者

6.8

21.1

54.0

18.1

7.3

12.8

8.7

24.3

46.9

18.1

42.9

31.8

7.2

续表1

样本特征 分类标准 有效百分比（%）

（二）变量测量

为保证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采用来

自高质量期刊的成熟量表。针对研究中的英文量

表，为了保证在准确表达其原始含义的同时适应中

国情境，本研究采用翻译—回译的方法将英文原始

量表翻译成中文。具体操作为：首先请一位管理学

博士和两位管理学硕士将英文量表翻译成中文，再

由另一位管理学博士将中文量表回译成英文，最后

由一位管理学教授对原始英文量表和回译的英文

量表进行对比，并与其他参与翻译的人员一起对有

差异的地方进行讨论与修订，形成最终的量表。调

查问卷采用Likert5点评分法，即存在1-5点评价刻

度，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

具体量表及其信度如下：

上级发展性反馈。采用的是Zhou（2003）［15］开
发的三题项量表，代表题项有“我的上级给我提供

反馈主要是为了帮助我如何学习和提高”“我的上

级从来不提供有利于我发展的信息（反）”“关于如

何提高我的工作绩效，我的上级会给我提供有用的

信息”。该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16。
建设性责任知觉。采用的是Liang等（2012）［2］

开发的五题项量表，代表题项有“我有责任尽最大

的努力去为企业献计献策，以实现它的目标”“我有

责任为企业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以帮助其实现目标”

“如果需要的话，我觉得有责任抽出自己的时间为

企业提出想法（或解决方案）”。该量表在本研究中

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11。
亲社会动机。采用的是Grant和Berry（2008）［41］

开发的四题项量表，代表题项有“我关心通过我的

工作使别人受益”“我想通过我的工作来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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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对我的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该量表在

本研究中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12。
建言。采用的是Liang等（2012）［2］开发的十题

项量表，代表题项有“对于可能影响本部门的事务，

我会积极地谋发展、提建议”“我会为改进本部门工

作流程提出建议”“即使存在反对意见，我还是会坦

诚地指出可能严重影响本部门的问题”。该量表在

本研究中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15。
（三）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被试者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

育程度、任期和岗位级别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处理。

四、实证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与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在问卷设计上，本研

究采取以下措施：①部分题目反向计分，验证被试者

是否认真作答；②采用了题项意义隐匿法，即不将研

究目的和变量名称显示在问卷上；③匿名作答，并强

调数据的保密性，以缓解被试者的顾虑，减少作答过

程中的社会称许性。另外，本研究在数据分析时采

用统计的方法来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采用哈

曼（Harman）单因素检测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将

所有条目纳入因子分析，在未旋转情况下得到的第

一个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为36.85%，低于50%的

临界值，说明共同方法偏差在可接受范围内。

本研究采用Amos17.0对研究变量（上级发展性

反馈、建设性责任知觉、主动变革行为、亲社会动机）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变量间的区分效度，结果

（见表 2）显示四因子模型（χ2/df=1.782，CFI=0.979，
TLI=0.974，RMSEA=0.041，NFI=0.954）比其他模型

的拟合效果明显要好，这说明数据与假设中测量模

型具有较高的契合度，各变量之间具有很好的区分

效度，因此本研究的四因子模型是最佳模型。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1

2

3

4

描述

四因子模型

三因子模型

二因子模型

单因子模型

χ2/ df

1.782

5.113

8.963

12.030

CFI

0.979

0.877

0.760

0.666

TLI

0.974

0.863

0.734

0.631

RMSEA

0.041

0.094

0.130

0.154

NFI

0.954

0.853

0.739

0.648

注：三因子模型中，上级发展性反馈和建设性责任知觉
合并为同一因子；二因子模型中，上级发展性反馈和建设性
责任知觉合并为同一因子，建言和亲社会动机合并为同一
因子；单因子模型中，所有4个变量合并为同一因子。

（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由表3可知，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建设性责任知觉

显著正相关（r=0.425，p<0.001），与建言显著正相关（r=
0.367，p<0.001），建设性责任知觉与建言显著正相关

（r=0.668，p<0.001）。这些结果与假设初步相符。

表3 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变量

1.上级发展性反馈

2.建设性责任知觉

3.亲社会动机

4.建言

均值

4.263

4.461

4.336

4.332

标准差

0.588

0.527

0.540

0.529

1

—

0.425***

0.439***

0.367***

2

—

0.521***

0.668***

3

—

0.530***

4

—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下同。

（三）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 PROCESS程序对上级发展性反

馈对建言的直接效应进行 Bootstrap（设为 5 000）
分析，置信区间为95%。结果（表4）显示上级发展

性反馈对建言的总效应为 0.278，置信区间［LLCI=
0.207，ULCI=0.349］，不包括0，因此，H1得到支持。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4所列。表 4显示，建

设性责任知觉的中介效应为 0.189，置信区间为

［LLCI=0.138，ULCI=0.252］，不包含 0，达到显著水

平，即建设性责任知觉在上级发展性反馈和建言行

为间起中介作用，因此，H2成立。同时，从表 4可
以看出，当在模型中加入建设性责任知觉后，上级

发展性反馈对建言的直接效应降为0.089，因此，建

设性在责任知觉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表4 建设性责任知觉的中介作用

效应

SDF→Voice总效应

SDF→Voice直接效应

效应

FOCC中介效应

Effect

0.278

0.089

Effect

0.189

SE

0.036

0.033

BootSE

0.029

ULCI

0.207

0.025

BootLLCI

0.138

LLCI

0.349

0.152

BootULCI

0.252

注：SDF表示上级发展性反馈，Voice表示建言，FOCC
表示建设性责任知觉。

本研究同样采用 PROCESS程序对亲社会动

机在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建设性责任知觉之间的

调节效应进行Bootstrap（设为 5 000）分析，置信区

间为 95%，检验结果（表 5）显示亲社会动机对上

级发展性反馈与建设性责任知觉关系的调节效应

为-0.147，置信区间［LLCI=-0.260，ULCI=-0.033］，

不包括 0，因此，H3得到支持。为了明确调节作用

的方向，本研究绘制了亲社会动机的调节效应图

（图2），亲社会动机在上级发展性反馈和建设性责

任知觉中起负向调节作用。本研究继续使用Boot⁃
strap法对被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有调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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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应的判定指标 Index=-0.081，且 95%的置信

区间为［LLCI=-0.167，ULCI=-0.004］，不包含 0，因
此，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H4得到支持。

表5 亲社会动机的调节效应

变量

上级发展性反馈（SDF）

亲社会动机（PM）

SDF x PM

Effect

0.195

0.362

-0.147

SE

0.037

0.041

0.058

p

0.000

0.000

0.012

LLCI

0.122

0.283

-0.260

ULCI

0.267

0.442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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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调节效应图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从员工个体心理状

态视角探讨了上级发展性反馈促进员工建言的影

响机制及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①上级发展性

反馈对员工建言具有正向影响；②建设性责任知觉

在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员工建言的关系中起到中介

作用；③亲社会动机负向调节了上级发展性反馈与

建设性责任知觉之间的关系；④亲社会动机负向调

节上级发展性反馈通过建设性责任知觉对员工建

言的间接效应。

上级发展性反馈摒弃了关注当前任务和改善

的传统绩效反馈的特点，在提供给员工有关工作改

进和学习的有用信息的同时又不给员工设定必须

完成的任务目标，这不仅激发员工对任务本身的兴

趣，有助于员工主动学习，提高工作必需的知识技

能，使得员工更容易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而

提出改进意见，而且上级发展性反馈创造了相对轻

松的氛围，鼓励员工主动与领导进行沟通，降低了

员工对建言负面影响的担忧。从员工心理视角来

看，上级发展性反馈体现了组织对员工未来发展的

关心和支持，基于交换的互惠原则，员工也会产生

关心组织发展的责任感，其建设性责任知觉会相应

提高，进而产生有益于组织整体的建言行为。然而

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建设性责任知觉的积极影响会

受到员工亲社会动机的调节。具体而言，员工的亲

社会动机越高，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建设性责任知觉

的正向影响越弱。这可能是因为亲社会动机高的

员工本身就倾向于关注他人和组织的需要，对于提

高组织福祉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因而为了改善组织

运作，他们会主动说出自己的想法、观点、疑虑和意

见。因此，对于促进建言的外部因素需求较少，上

级发展反馈对员工建设性责任知觉的促进作用有

限。而亲社会动机低的员工，平时更加关注自身利

益，较少考虑组织的利益，因此，需要领导者的影响

来唤醒他们对组织发展的责任感。上级的发展性

反馈提供有益于员工学习和改进的发展性反馈信

息，基于互惠原则，员工意识到应该回报组织，进而

产生为组织贡献的建设性责任知觉。

（一）理论意义

（1）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探讨了上级发

展性反馈与员工建言的关系。研究显示上级发展

性对员工建言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上级发展性反

馈水平越高，越能促进员工建言，支持了以往学者关

于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建言具有积极影响的结论［20］，
丰富了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员工行为影响的研究。

（2）本研究表明，建设性责任知觉在上级发展

性反馈与员工建言间起到中介作用。基于社会交

换理论，本研究从个体心理状态视角，为员工建言

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虽然有少数研究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探讨了上级发展性反馈影响员

工建言的中介机制，但主要以工作卷入、领导-成员

交换的为中介［19-20］，缺少对来源于互惠规范的建设

性责任知觉中介作用的探讨，本研究在整合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为上级发展性反馈影响员工建言提供

了新的解释机制。同时，本文发现上级发展性反馈

对建设性责任知觉的正向促进作用，拓展了建设性

责任知觉的前因研究。

（3）本研究探讨了亲社会动机的调节作用，第

一次将亲社会动机纳入上级发展性反馈影响员工

建言的研究框架中。研究发现亲社会动机不仅负

向调节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建设性责任知觉的关系，

而且还负向调节了建设性责任知觉在上级发展性

反馈和员工建言间的中介效应。具体而言，对于亲

社会动机强的员工，上级领导的发展性反馈对他们

的建设性责任知觉影响较小，而在员工亲社会动机

较弱的情况下，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员工建设性责任

知觉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这说明亲社会动机较强

的员工，其本身就有较强的为组织整体利益付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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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意愿，外界因素对其影响有限。本研究支持了

关于亲社会动机较强的人更加不容易受到来自组

织和领导影响的结论［48］。
（二）实践意义

（1）对企业的领导者而言，在日常与员工的沟

通交流中，领导要改变原有的反馈方式，多采用发

展性反馈，帮助员工更好地理解自身在组织中的地

位和角色，促进其学习和发展，同时让员工感受到

上级对自身的关心与支持，提升员工为组织发展付

出精力的责任感，创造员工建言的条件。

（2）从企业层面来看，为了让领导者有效实施发

展性反馈，进而促进员工建言，企业需要对各层管理

者进行相应的培训，提升其使用发展性反馈的能力，

并将是否采用发展性反馈纳入对领导的考核中。

（3）本研究发现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员工建言的

作用效果还受到员工亲社会动机高低的影响，亲社

会动机低的员工，更容易受到上级发展性反馈的影

响，表现出较高的建设性责任知觉，做出建言，因

此，对于组织中亲社会动机较低的员工，领导者更

应该着重运用发展性反馈，激发员工主动建言。

（三）局限与展望

（1）本研究将建言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探讨了

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员工建言的影响机制。鉴于建

言本身的多维性和复杂性，现有研究出现了诸多对

建言多维度划分的研究，上级发展性反馈对不同类

型的建言是否具有不同的影响效果值得关注。因

此，未来研究可以探讨上级发展性反馈对不同类型

的建言（如促进性建言和预防性建言）的影响效果。

（2）本文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从建设性责任知觉

的角度探讨了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员工建言的作用机

制，并考虑了亲社会动机的调节作用。今后的研究可

以探讨其他作用机制以及组织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3）本研究的样本均来自湖南地区，虽然很好

地控制了地域的影响，从而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

但同时也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推广。本研究的相关

结论是否可以推广到其他地区的企业还需要进行

更多的研究。因此，后续的研究可以进行更广泛的

调查。同时数据为横截面数据，无法验证变量间的

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研究或者实验方

法进行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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